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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在留声机发

明之前，人们若要留住美妙的乐声，除

了 口 耳 相 传 ，最 有 效 的 方 式 莫 过 于 将

音 乐 书 写 下 来 。 纵 观 人 类 发 展 史 ，很

早就能够掌握记录音乐能力的文明寥

寥无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陈列着多件

音乐珍稀典籍和乐谱文献。这些初看似

“天书”的文献，以其独特方式，诉说着中国

音乐的悠远历史和令人神往的流风遗韵。

“因器定音，记音成谱”
古谱记载的不仅

是音律，还包含乐器音
位和演奏方式

创设一套可行的符号与书写规则，

将音乐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乐谱。音乐

“文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

和方法，则统称为“记谱法”。

乐器作为音响的制造者和承载者，

自然成为许多记谱法的天然凭依。中

国传统乐器和器乐文化源远流长，从河

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算起，已有

八九千年历史。伯牙、子期“高山流水

遇知音”的故事表明，中国的器乐文化

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器乐艺术

较早独立觉醒，使得中国传统乐谱不仅

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记音成谱”

的书写传统，而且种类繁多，成为中国

音乐对世界音乐文明的一大突出贡献。

历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记

谱法各异，创造出的乐谱千姿百态。根

据符号内涵和记写规则的不同，可以把

这些乐谱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音律型曲谱，用文字或符号描

述音高。较常见的如宫商谱、律吕谱和

各 类 腔 势 谱 。 宫 商 谱 使 用“ 宫 商 角 徵

羽”等阶名记写音高，律吕谱则采用十

二个律吕名记录旋律。十二律吕名最

早见于《国语》，人们常用“黄钟大吕”形

容音乐或言辞的庄严高妙，“黄钟”“大

吕”就是十二律开头的两个律名。

二是音位型曲谱，以各类符号指代

乐器上的音位。使用这类曲谱，必须首

先明确弦乐器的定弦、定品方式，管乐

器的开孔标准和按孔、吹奏方法，才能

确定每个音位的实际音高。正因如此，

音位谱往往与乐曲宫调密切相关。同

一份谱子，换用不同宫调演奏，音响大

不相同。20 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曾发现

一份五代时期的曲谱，采用 20 个琵琶音

位符号记录，是目前已知这类曲谱的早

期代表。

音位型曲谱中的“俗字谱”和“工尺

谱”比较特殊。宋元以后，这两种乐谱

广泛应用于戏曲和器乐表演，谱字符号

被赋予了相对固定的音高内涵，成为民

族音乐中应用最广的谱式之一。

三是奏法型曲谱，符号记录的是不

同乐器的演奏手法。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源远流长的古琴谱，以汉字或其减笔

为 符 号 ，重 点 记 录 演 奏 动 作 和 指 法 规

范。还有用不同符号或状声字代表不

同音色乐器的打击乐演奏谱。

口传心授，方得神髓
古谱“非精确性”

源于对活态传承的重视

中国传统乐谱的记录特点，与传统

音乐的传承、创造方式密切相关。传统

社会中的音乐传承，长期以来遵循师徒

“口传心授”“耳提面命”的方式，乐谱只

是这一过程的辅助工具，是名副其实的

“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或记写音高，

或记录手指音位，或描述演奏动作，直

接 服 务 于 口 传 心 授 的 基 本 传 承 形 态 。

即 便 对 于 新 创 乐 曲 ，乐 人 也 很 少 自 己

“ 按 谱 寻 声 ”。 清 代 王 德 晖 、徐 沅 澂 的

《顾误录》特别把“按谱自读”列为“学曲

六戒”之一，认为乐者如果无人传授，仅

靠自己按谱唱奏，很难得其神髓。

由此看来，传统乐谱中的“模糊记

录”，绝非有意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兴

创作空间。其“非精确性”带给今人的

最大启示，是对音乐活态传承的高度重

视。那些只能“心领神会”的声音表现，

正是音乐神韵的精妙所在。即便在拥

有高科技手段的当代，这些也是很难在

谱面准确呈现的。

为弥补各类传统记谱法的局限，历

史上又出现了谱式的并用与改造。比

如，针对工尺谱节奏记写的不足，明末

出 现 了 以 方 格 表 示 节 奏 的《魏 氏 乐

谱》。古琴减字谱缺乏对旋律的直观表

达，便出现了减字谱与工尺谱合用的琴

谱，方便演奏者掌握，如清人张鹤的《琴

学入门》。

古谱代表着现存中国传统音乐的

源头。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传统乐曲，

都有相应的古谱渊源。比如大家耳熟

能详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早在 1875
年前已有古谱传抄本，又以《浔阳琵琶》

为名保存在清代李芳园的《南北派十三

套大曲琵琶新谱》中，经后人改编而成

此曲。再如琴曲《梅花三弄》，最早见于

明代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经后世琴

家打谱演奏，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可

以想见，如果没有大量古谱文献记载，

这些音乐珍品便永远消逝在历史长河

之中了。

中外很多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中

国古谱的翻译工作，力求唤醒“沉睡的

声音”。以古谱解译为主题的音乐会很

早 就 有 举 办 ，影 响 较 大 的 如 1983 年 的

“第二届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演

出了自南北朝至清代各时期的代表作

品，包括南朝梁丘明传谱的琴曲《碣石

调·幽兰》、唐代《秦王破阵乐》等。一些

学 者 致 力 于 恢 复 将 诗 词 唱 出 来 的“ 歌

诗”传统，如上海音乐学院承担国家艺

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项目，

近年来从古谱中整理出约千首古代诗

词歌曲，2019 年还举办了“风雅中国：中

国古谱诗词音乐会海外巡演”。更多当

代音乐人从古谱中汲取养分，创造出古

乐风格的新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国

内珍稀典籍与乐谱文献的主要收藏地

之一，据统计共有近 2000 种。它们大多

是 70 年来几代学者辛勤收集的结晶，也

有一些来自文化名家的捐赠。如明代

天韵社昆曲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杨

荫浏先生的老师吴畹卿的手抄本，另一

个是当年杨先生刻写的油印本。 20 世

纪初，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怀着对传统

音乐的无比崇敬与热爱，一笔一画手录

昆曲百余出，并油印百部分赠曲友，这

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令人

动容。

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一份份乐

谱文献宛如颗颗明珠，闪烁着璀璨的光

芒，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传承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图①：西安鼓乐何家营乐社抄谱。

图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

的清代刻本《小慧集》，其中用工尺谱记

录的“鲜花调”是民歌《茉莉花》最早的

曲谱之一。 本报记者 周飞亚摄

图③：明代徐会瀛《天下通行文林

聚宝万卷星罗》中的“三弦天干谱”。

图①图③为李宏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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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古谱中的神韵和魅力
李宏锋

2022 年 5 月，北京大学考古百年、

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的纪念活

动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

86 岁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在致辞

时感慨：“北大考古 100 年的发展史，

我有 60 多年参与其中。”

李伯谦 1956 年进入北京大学历

史系学习，1961 年毕业留校，开始教

书育人，多年带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即

使后来忙于授课、研究，每年也都会抽

空到考古现场。“考古必须以田野发掘

为出发点，没有考古的调查、发掘，考

古学研究就很难向前推进。”

从 昌 平 雪 山 文 化 遗 址 到 偃 师 二

里头再到安阳殷墟，从盘龙城到曲沃

曲村，从夏商周到新石器，李伯谦的

领 域 不 断 延 伸 。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江

西吴城商代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

器物涉及不同文化，李伯谦分析后认

为，尽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响，但更

多的是“土著”器物，于是将其单独命

名为“吴城文化”，这也是“文化因素

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自觉运

用。后来，他运用这个方法相继分析

了多个遗存。

“田野考古也离不开研究文献。

从历史文献中找出要解决的问题，通

过考古学研究来分析问题，这是宿白

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李伯谦说。

北大考古系的师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定期在天马曲村遗址进行考

古 实 习 ，一 批 批 考 古 学 家 从 这 里 成

长，一件件出土文物充实到各个博物

馆，通过考古资料书写了一部鲜活的

晋国史。 2022 年是晋侯墓地发掘 30
周年，李伯谦对 1992 年的那次抢救性

发 掘 记 忆 犹 新 ：“ 发 掘 持 续 到 2001
年，我们共找到了 9 组 19 座大墓，出

土了上万件珍贵文物，随葬的青铜器

上有多位晋侯的名字，确定其为晋国

第 二 代 国 君 至 第 十 代 文 侯 共 9 位 晋

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观众走进今天

的晋国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发

掘现场。”

因 为 看 过 很 多 遗 址 出 土 的 青 铜

器，10 多年前，李伯谦和刘绪不怕辛

苦 、费 时 费 力 地 组 织 出 版 了 20 卷 的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为社会留下

了一个扎实可用的资料库。

“中国古史的传
说时代，恰恰是考古
学可以用力之处”

今年夏天，《夏商周断代工程报

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距离 1996
年 至 2000 年 开 展 的“ 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

李伯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四

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这是国家“九五”

重点科研项目，也是当时涉及学科最

广、参加人员最多的重大研究项目之

一 ，2000 年 入 选 了 全 国 十 大 科 技 成

就。公布的三代年表，被各种工具书

和教科书采用。

研究并没有因为工程的结束而结

束，而是提出了更多的学术课题。为

此，2000 年李伯谦主持起草了《关于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成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主持人

之一，探讨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源头

的考古思路。“当时觉得，我们至少应

该把黄帝时代究竟有没有进入文明阶

段弄清楚。”

随 后 启 动 并 延 续 至 今 的 中 华 文

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的黄河中游

地区扩大到黄河下游和上游、长江上

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从文明形成所

需 的 自 然 环 境 、生 业 经 济 扩 大 到 都

邑、聚落、年代、精神的研究，囊括距

今 5500 年 至 3500 年 的 各 个 发 展 阶

段，涉及从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精

神的方方面面。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恰恰是考

古学可以用力之处。我年轻时见过顾

颉刚先生，也听过他的演讲。早期历史

的保存形成，最初只能是口耳相传，等

有了文字，将口述内容书写出来，就成

为传说，它有合理的成分。”李伯谦说。

夏、商王朝曾经也是传说，后来逐

渐变为信史，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

成果。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持续考古，

推动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这

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也就是

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岗遗

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

不同发展阶段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

表遗址。”

考古学的优势在于，挖出来的都

是真实的。但考古材料也有弱点——

常常支离破碎，而且不会自己说话，需

要研究解读才能描述历史。

“史学形成有三个渠道。一是从

口耳相传以及古代文献中寻找历史；

二是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书写历

史；三是社会学、人类学兴起后，从人

类学资料中寻找历史线索。要获取比

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必须把三者

密切结合起来。”李伯谦说。

“重视历史、研究
历史、借鉴历史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近几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郑

州东赵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南阳黄

山遗址以及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与

文明探源相关的重要遗址，都可以看

到李伯谦的身影。为了研究方便，他

索性搬到郑州长住。

“传统史学的三皇时代，大致对应

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早、中

期，五帝时代大致对应新石器时代晚、

末期。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三大

阶段，符合中国上古历史的真相。”

什 么 是“ 文 明 ”？“ 文 明 ”达 到 什

么 状 况 、什 么 程 度 才 算 形 成 ？ 不 同

研 究 者 会 有 不 同 回 答 ，但 都 有 一 个

自己衡量的标尺。李伯谦认为恩格

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

最为贴切。

过去西方学术界多以城址、大型

礼仪建筑、青铜器、文字作为判定社

会已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准，后来又以

聚落的多级分化作为判定标准。李

伯谦一直主张从多个方面讨论聚落

等级。

“比如，聚落规模是否出现分化？

大型、特大型聚落是否出现大型宗教

礼仪活动中心和建筑？墓葬在规模上

是否出现分化？是否发现有专门的武

器和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仪仗等器

物？是否发现了文字和少数上层人物

垄断文字使用的迹象？这些标准都与

中国考古遗迹现象紧密联系。”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

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

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

究的重要课题。在研究中国文明演进

历程中，李伯谦一直注意总结文明发

展对于当下的启示。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李伯谦始终

坚信，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

慧，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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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器乐艺术较早独立觉
醒，使得中国传统乐谱不
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
音，记音成谱”的书写传
统，而且种类繁多，成为中
国音乐对世界音乐文明的
一大突出贡献。

传统乐谱中的“模糊
记录”，绝非有意为表演者
提供二度即兴创作空间。
其“非精确性”带给今人的
最大启示，是对音乐活态
传承的高度重视。

①

②

③

在庆祝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

博”）创建 110 周年的众多展览中，“积

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是

一个见证国博与中国考古共同成长的

展览。钜鹿宋城出土的青白瓷、山西垣

曲商城出土的青铜鼎、甘肃礼县大堡子

山遗址出土的秦子镈、“碗礁一号”沉船

出水的外销瓷、大连金远洞的巨副驼骨

架……240 余件代表性文物，围绕一个

个具体的考古案例，展示了探寻文明的

脚步。

1921 年 ，几 乎 与 仰 韶 遗 址 的 发 掘

同一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

立历史博物馆”，在河北钜鹿开始了宋

代古城发掘。钜鹿故城位于今河北省

巨 鹿 县 西 南 ，宋 大 观 二 年（公 元 1108
年）因 黄 河 决 口 而 被 淹 没 。 发 掘 工 作

引入了地层概念，获得“瓷陶杂器二百

余件”。

1987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

学研究室成立，开一时风气之先。1995
年，航空摄影考古工作小组成立，成为我

国第一个专门的遥感考古机构。

从 1992 年 到 1995 年 ，由 第 一 代 中

国水下考古队员组成的考古队，对辽宁

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

发掘，确认该沉船为一艘元代商船，相

关成果为研究元代航海史、造船史等问

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这一发现被

评 为 1993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此后近 30 年，水下考古队的足迹

遍及国内多个水域，发掘了“南海一号”

宋代沉船、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

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等遗址。

“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成

为我国水下考古的缩影与典范。

河 南 洛 阳 汉 魏 故 城 、内 蒙 古 赤 峰

古 城 址 等 区 域 的 航 空 考 古 调 查 工 作 ，

极大地弥补了田野考古的不足。 1997
年 ，遥 感 考 古 为 元 上 都 遗 址 申 遗 提 供

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信息。元上都考古

队 队 员 感 慨 说 ，从 空 中 俯 瞰 勘 察 元 上

都 不 到 半 小 时 获 得 的 认 识 ，超 过 了 在

地 面 工 作 近 7 年 对 其 认 识 的 总 和 。 当

时基本夷为平地的遗址，从高空俯视，

可 以 清 晰 辨 认 出 壮 阔 的 城 墙 遗 存 、宫

殿 的 布 局 、街 道 的 走 向 ，甚 至 寺 庙 、道

观、天文台等遗存。

2003 年 2 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

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合并，组建成中国国

家博物馆，田野考古也开始向更多区域

扩展。2018 年，国博考古院成立科技考

古研究所，下设民族与边疆地区、田野、

科技、环境 4 个考古研究所，拓展至动物

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及冶金考

古、同位素分析等研究领域。

2020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国博最

新考古成果的代表。这是一处二里头

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址，包含大

量矿石、残炉壁、铜炼渣、木炭，还有鼓

风管、石锤、石砧等相关遗物，构成了冶

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

期冶铜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场景提

供了丰富资料。这是考古界在中原地

区首次揭示出规模如此大、专业化水平

如此高的夏商冶铜遗址，为探究早期王

朝国家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的资

源来源提供了线索。

看完这个考古成果展，再去看一看

“古代中国”展，看看贾湖的骨笛、红山的

玉龙、半坡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马家窑的

彩陶罐等生动诠释“满天星斗”的中华文

明起源的珍贵文物，也许就更能体会因

何“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

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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